
第37卷 第3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11

*

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研究述评

袁 指 挥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天津市300387)

摘 要: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研究有三个角度:外交关系研究,微观文本研究和宏观叙事研究是

主要研究取向;外交制度研究,主要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条约、情报交流和外交方式等方面;外交策略研究,
主要是文本研究与博弈论研究。总体上看,研究的成果有限,原因在于书信翻译的滞后以及外交史对古代近

东外交的排斥性。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是外交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填补研究空白以及整体性研

究是外交制度研究的走向,文本分析研究会成为外交策略研究的主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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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87年以来,在埃及、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阿卡德语楔形文泥板,到

1979年350块泥板书信出土,按照发现地命名法,学界将其称为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以下简称为书信)。
与此同时,学界开始翻译、解读书信,挪威亚述学者克努森系统整理、翻译了当时已知的书信,确定了迄

今仍在沿用的书信排序法[1]。随着文字解读的进步,克努森的翻译在某些方面已经显得过时,英国学者

莫兰对书信重新进行了翻译和注释[2]。随着翻译、解读不断取得进展,书信的价值日渐彰显。从书信可

以看出,近东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在世界上第一次形成了跨越西亚、北非的地区

化政治体系,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国政治时代,这种大国政治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世界政治”[3]。学

界将书信所在的时代称为“阿马尔那时代”(公元前1361年-前1321年)。由于书信主要反映了埃及与

近东各大国、附属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学界最早从埃及对外关系的角度进行单线式的研究(另文论

述)。但随着外交史研究范围的拓展,学界逐渐意识到书信对于外交史研究的价值。一些学者运用外交

学的理论、方法,重新审视近东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突破了以埃及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更加注重大国之

间的互动性外交关系。而另外一些学者注重研究近东的外交制度、惯例。

一、外交关系的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有两个趋势,一是从书信出发,采用考据、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深入挖掘书信文本

信息基础上,考察近东各国外交状况;二是立足于书信,结合其他材料(如文字材料、考古证据等),宏观

上考察近东外交关系的演化及其影响。从研究内容来说,也有两个趋势,其一是对个别国家进行研究;
其二是以近东为单位进行整体研究。一般而言,考据研究往往以个别国家的外交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而宏观性研究往往着眼于整个近东地区。在采用考据方法对个别国家外交关系的研究方面,以色列学

者阿茨的论文《行动中的外交义务:米塔尼档案》是代表作。作者通过对埃及—米坦尼书信的仔细梳理,
把阿马尔那时代的埃及与米坦尼的外交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关系升温阶段和关系恶化阶段。升温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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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要反映在第17号到第25号这9封书信上,表现为两国复交以及两国建立外交联姻关系。而恶化

阶段主要反映在第26号到第29号这4封书信上,表现在埃及赠送礼物质量下降以及使节往来的中断

等方面[4]。这篇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充分挖掘书信内容,以书信来划分外交发展阶段,值得称道。但是,
这种仅仅依靠书信而不参考其他方面资料的分析方法,不能全面再现埃及-米坦尼外交状况。

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以上研究的不足,在材料上,突破了固守书信的做法,辅以其他文献、考古资料,
以一国为单位进行研究。霍普金斯大学布赖恩教授的论文《埃及对米坦尼的认知》,以书信为主要材料,
参照同期埃及本土的文献、考古资料,梳理了米坦尼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全部历程,将两国的外交演变分

为四个阶段:早期偶然接触、大规模军事冲突到和平的实现、关系进一步发展与联盟的建立、两国关系的

退化及米坦尼的灭亡。其中涉及阿马尔那时代的是第三、四个阶段,着重分析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后

期埃及和米坦尼关系的衰退和恶化的种种表现,指出在赫梯兴起的背景下,埃及审时度势,逐渐放弃了

与米坦尼的联盟[5]。这篇论文使用材料多样,理清了米坦尼-埃及外交关系的演变脉络。但是,这种仅

仅局限于两国双边关系的研究,不能以整个近东外交格局的演变为背景,因此,在研究中就事论事,不能

深入地看待问题。除了这些专门性研究外,我国学者郭丹彤在其专著《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中,在参

考丰富的原始资料、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阿马尔那时代的埃及与近东大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尤其关

注埃及与巴比伦、埃及与米坦尼之间的外交关系[6]。
随着研究的深入,宏观性研究突破了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界限,变为了以地域为单位的整体性研

究。这种以近东为单位、借助多种材料的宏观研究以袁指挥的论文《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

系》与《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为代表。前者以埃及与巴比伦的外交关系演变为主线,研
究了埃及、巴比伦、亚述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7]。后者以埃及与米坦尼关系演变为主线,研究了埃及、米
坦尼、赫梯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8]。这两篇论文,既注重从书信出发,也注重从宏观上把握各国外交走

向,开创了以近东三角外交区域为单位大地域外交研究。
此外,从外交关系扩展和演变方面,有的学者也作了探讨。科亨的论文《伟大的传统:外交在古代世

界的扩散》指出外交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年代的西亚城邦时代,中经巴比伦和波斯时期,一直延续到

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从外交起源、条约格式的连续性、外交实务和外交观念的转变四个方面进行了论

述。其中对阿马尔那时代的大国外交详细阐释,指出后世的亚述和波斯继承了阿马尔那外交[9]。

二、外交制度的研究

除了在大国外交实务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外,一些学者从外交惯例、制度的角度对大国外交进行了

全新的审视。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将目光主要锁定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以及外交条约三个方面,个
别学者对外交中的情报共享、古代外交原则进行了探讨。从研究方法来看,采用了外交学理论与历史分

析相结合的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历史主义原则,避免了古史现代化的倾向。
在外交联姻方面,存在两个研究趋势,一个是以一国的外交联姻为主线进行研究,另一个是以近东

为单位对外交联姻进行整体研究,前者更注重考证事实,后者更注重寻求外交联姻中的制度性因素。舒

尔曼在论文《埃及新王国的外交联姻》中,对阿马尔那时代埃及与西亚大国的外交联姻重笔浓描,认为外

交联姻是埃及审时度势的外交手段,国家贫弱时外嫁公主,在国家强大时迎娶公主。特别指出,外交联

姻代表了两国君主而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10]。我国学者王海利的论文《古埃及“只娶不嫁”的
外交婚姻》梳理了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外交联姻,指出埃及采取“只娶不嫁”的原因在于埃及人的自我优越

感、古埃及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埃及霸权主义思想[11]。迈耶的论文《外交和国际婚姻》,从大国之

间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论述了外交联姻在阿马尔那时代外交中的作用,指出近东各国文化价值的差

异阻碍了外交联姻顺利进行[12]。布赖斯在其著述《古代近东大王之间的书信》中,对大国书信中的外交

联姻主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述,认为外交联姻是近东大国的外交手段,一般情况下联姻会密切大国之

间的外交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恶化彼此的关系[13]。
在使节制度方面,主要以近东为单位,对使节进行全方位研究,着重探讨其制度性因素。霍尔默斯

在其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中的使节》中指出,使节是大国之间外交和经济交往的中介,不仅携带书信、运
送礼品、解释国王的意图,而且还是大国之间贸易商人[14]。格林的专著《古代近东信使的地位和信息》,



该书的第7-43页讨论了古代近东的信使[15]。一位学者对此书有如下的评论:虽然对苏美尔、巴比伦、
亚述、赫梯和乌伽里特的使节进行了论证,但是由于在材料使用上不够严谨,出现了很多错误[16]。奥勒

写作的论文《古代西亚的信使和大使》,对有关使节的术语、使节的任务、使节的礼遇、使节的谈判功能等

方面进行了论述[17]。利韦拉尼在《古代近东国际关系》一书中,按照使节的任务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传递消息的人、较高等级的使节、高级使节[18]。尽管他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很可取的,但是划分的范围比

较宽泛且针对性不强。袁指挥的论文《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使节》,对使节的分类及构成、使节的职业素

养、使节的使命、使节的外交权限及外交特权进行了详实的论述[19]。
学界对近东条约研究中附带性提及阿马尔那时代条约问题。莫兰发表的论文《关于赛费雷石碑中

条约术语的一个注释》,提到了书信中的条约术语与赛费雷石碑中条约术语的相似性[20]。芬山姆在其

论文《条约和盟约中的父亲和儿子术语》中,围绕父亲与儿子这一对术语,追溯了其在外交文书和条约中

的使用历程,指出父亲与儿子术语在书信中仍然表示一种附属关系[21]。希伯来大学的学者魏因费尔德

的论文《古代近东的盟约术语及其对西方的影响》,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近东的盟约术语

入手,考察了塞姆语(包括阿卡德语、希伯来语)中条约的表述,指出书信中条约术语属于塞姆语条约术

语体系。并且考察了古希腊、拉丁语中的条约术语,指出了近东条约术语对西方的条约术语的影响[22]。
在外交情报方面,科恩的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中的情报》是代表作。他指出,书信的主题是政治情

报,书信中存在明显的情报话语格式,如,我听说某某事,这就表明大国之间在情报上是进行交流的。他

的研究成果是我们所能见到在这个方面的惟一的研究成果[23]。

三、外交策略的研究

一些学者的研究逐渐从外交关系、外交制度层面上升到外交策略层面。其研究特点在于详细考察

书信文本,对文本内容进行前后比对,利用一定理论进行分析。
霍普金斯大学的韦斯特布鲁克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中的巴比伦外交》指出,针

对埃及国力强大的现实,巴比伦为赢取外交主动而运用了种种外交策略:夸耀富裕来提高国家地位,两
国相距遥远以拖欠礼物,触犯埃及婚姻禁忌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等等[24]。他对巴比伦外交策略的分

析,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德吕克曼与居内尔的论文《阿马尔那外交

的一项社会心理学分析》[25]、《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识别公主:一个阿马尔那故事》[26]运用博弈论来分析

外交策略,前者更为通俗,更多采用了语言描述,后者更为专业,使用了复杂的数学计算公式。文章以埃

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与巴比伦国王卡迭什曼恩利勒的外交交锋为个案进行分析。在外交交锋中,卡
迭什曼恩利勒有两种做法,一是应埃及要求派遣贵族,二是不派遣贵族。而阿蒙霍特普三世也面临两个

选择,出示公主或者不出示公主。双方都会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埃及的选择的顺序正好与巴比伦的选

择顺序相反,最后结果得出了埃及最有利的选择是让巴比伦贵族看望公主,而巴比伦最有利的选择是不

派遣贵族,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平衡(纳什均衡)。

四、研究的优缺点及趋势

在外交关系研究方面,学界各家的不同,主要在于研究对象以及考证手段上。小切口、重文本的研

究,能够最大程度上挖掘书信所提供的信息,从而使得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但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单一。
小切口、多资料的研究,能够把问题放在更多的材料维度中进行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
这两类研究共同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视野狭窄,不能从近东外交体系的宏观层面进行综合考察,其研究有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切口、多材料的研究,立足于书信,结合文

献、考古资料,以近东为单位宏观考察各国外交概况。在未来的研究中,固然需要小切口微观、大切口宏

观研究,但更需要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
外交制度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条约方面、外交情报。外交联姻、使节制度研究

最为充分,成果丰富,情报研究只有一篇学术论文,条约方面的研究至今没有直接研究成果。这些单项

性研究,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范围狭窄,这对于构建外交制度体系的要求来说差距较大。个别学者将礼

物交换、外交联姻、情报交流三者进行整体考察,突破单一研究对象的思路,有利于复原外交制度。由于



原始资料的缺乏,对于一些重要的外交惯例或制度,如外交关系建立、中断、复交等程序,境外国民与外

交保护,境外犯罪与引渡,学界还不能从制度化的层面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一方面要对尚未涉及的问

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原始资料缺乏的某些外交制度,采用文献综合、信息整合的方式进行复原;另一

方面以复原外交制度体系为宗旨进行整体性研究。
在外交策略研究方面,学界主要以巴比伦与埃及的外交为个案,借助文本分析以及博弈论进行研

究。借助博弈论这种新理论进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适合运用该理论的书信文本并不多。而文

本分析却能够突破这个瓶颈,几乎所有的书信都适合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因此,这种研究思路会成为

未来外交策略研究的主导路径。
总体上说,虽然书信已经出土一百多年了,但是,从外交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之

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翻译滞后。书信全部翻译为现代语言(英语)是在1992年,到此时,距离发现

书信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因此,翻译的滞后给外交史家接触材料造成了很大困难;二是研究旨趣问题。传

统外交史关注近现代外交,即使对古代外交的研究,也多是古希腊、罗马外交,对古代近东外交涉足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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